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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还是心理? 

——对留守经历长期影响的一项实证检验 

刘志军
1
 

【摘 要】：针对留守儿童的诸多研究表明，其学业成就及心理特征等会受到消极影响，但长期来看，这种影响

会否传导为职场能力及职场心理方面的负效应仍缺乏探讨。基于 2385 名 80 后外来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对童年期留

守经历与成年后的务工工资、理想月薪及保留工资之间的关联进行实证检验，以间接探究留守经历对于个人职场能

力及职场心理的长期影响。结果显示，务工工资、理想月薪无显著差异，但有留守经历者的保留工资显著偏低。这

表明，留守经历对于个人长期的职场能力发展及职场能力的自我评估无显著影响，但可能导致更为内敛、退让的职

场心理。采用 GHQ-12 量表数据及参证变量所做的分析验证了这一结论。这启示我们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中需

对社会心理发展有更多积极引导。 

【关键词】：留守经历 职场能力 职场心理 保留工资 外来工 

一、前言 

留守经历，通常是指童年期曾为留守儿童的人生经历。根据一般的定义，留守儿童是指被外出务工经商的父母双方或一方

留置在老家半年以上的 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叶敬忠等，2005:18）。海内外的一些研究表明，童年期留守经历的影响不显著甚

至不乏积极影响，涉及身高与体重增长、独立坚强品格养成、抗逆力增强、营养改善、教育投资增加、与祖辈更亲密等等。尽

管如此，从海内外多数相关研究的发现来看，留守经历对留守儿童的学业成就、心理健康、行为发展、社会交往等方面都容易

产生偏于负面的效应（Fellmeth,2018；刘志军，2020），但长期来看，这些负面效应会否对其从学校走向职场后的成就及表现

产生消极影响仍需进一步考察。 

学界的少数定量研究已经指出了留守经历与就业层次相对更低、就业稳定性偏弱、工作流动性更高之间的显著关联（汪建

华、黄斌欢，2014；纪韶，2016；谢东虹，2016），但这种关联更多地与其职场能力有关，还是受到了自我认知及心理特征的影

响，尚缺乏细致探究。按照一般的逻辑进行推论，上述负面效应可以从两个维度三个方面对成年后的职场表现产生影响：一是

能力维度，即胜任相应工作的视角。通常的推论是，由于学业成就、社交能力及行为模式等方面的不利发展，其职场综合就业

能力将有所降低。二是心理维度，即自身能力认知的视角。但这一维度相对更为复杂，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对内的职场能力自我

认知以及对外的职场价值社会感知。与职场综合就业能力降低的推论相呼应，他们自我认知的职场能力、预期的社会职场价值

也会相对降低，如果叠加心理上的退缩效应，则会进一步压低其预期的被社会认可的职场价值。 

由于社会对于儿童成年后的期待是进入职场成为可以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创造社会财富并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因此，对于

上述三方面推论的检验，将有利于探究童年期留守经历对于整个社会发展前景的长期影响，这事关对于留守儿童问题本质及其

社会后果的判断。留守儿童尤其是第一代留守儿童绝大多数来自农村，从发展轨迹来看，他们中的少部分会获得高等教育的机

会及由此开启的社会上升通道，其余则大多进入城市成为外来工，构成留守儿童成年后的主体。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将利用一

                                                        
1
作者简介：刘志军，博士，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浙江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教授。(杭州31005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留守经历的长期影响、作用机制与对策研究”(编号71774138);浙江省之江青年项目

“留守经历的时间效应研究”(编号18ZJQN01YB)的阶段性成果 



 

 2 

项针对外来工的抽样调查数据，以收入相关变量作为指标，讨论留守经历与成年后的务工工资、理想月薪和保留工资的关联，

以此来考量留守经历对于个人在职业市场上的竞争力、个人对于自身的劳动力市场价值的评价以及个人可以接受的最低劳动力

市场价值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从而窥探留守经历对于个人职场能力及职场心理的长期影响。 

下文将首先基于相应的研究提出研究假设，然后介绍数据来源及相应的变量设置，再借助 SPSS软件做统计分析，最后根据

统计结果做总结与讨论。 

二、假设、数据与变量 

收入是职场能力及与之相匹配的职场价值的直接体现，呼应上文提出的要比较分析职场综合就业能力、自我认知的职场能

力、可接受最低职场价值的需要，我们可以分别考察实际工资收入、理想工资收入及保留工资的相应状况。其中实际工资收入

反映的是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取得的成就，大体反映了职场综合就业能力；理想工资收入与自我的职场能力认知密切相关，是

对劳动力市场行情及个人能力进行匹配判断的结果；保留工资即个人愿意接受的最低职场收入，反映的是对于自己的最低职场

价值的认知，它既与自我职场能力认知紧密相关，也反映了个人的职场心理特点。如果说理想月薪反映了自我职场价值判断的

上限的话，那么保留工资就是其下限。 

由于本文的分析对象是外来工，下文将对前人关于外来工收入及留守群体特征等的相应研究结果做出梳理，据此提出研究

假设。 

（一）分析假设 

关于外来工（农民工或流动人口）的务工工资，1众多实证研究已有过分析，综合各家观点，他们的工资收入受到内在因素

和外在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内在因素包括个人属性、人力资本等方面，外在因素则涵盖社会资本、工作特征、社会环境等。

各类因素详见表 1。 

从中可见，文化程度、所掌握技能都是影响工资收入的重要因素。例如，张车伟（2006）的研究表明，每增加 1 年教育，

个人收入会增加 4.34%；同时，教育回报率还随收入水平增加而增加，最高 95%收入者的教育回报率是最低 5%收入者的 2倍多。

赵延东、王奋宇（2002）、刘林平、张春泥（2007）等的研究也都表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不同程度地提高外来工的小时工资。

此外，外来工所掌握的技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所能获得的工资水平（宗成峰、李茜，2008）。 

而前人的研究已经指出了留守经历对个人能力发展的显著影响。一些实证研究提及，留守儿童在学校成绩、学习成就、技

能发展等方面都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学习能力下降、学习成绩相对较差、更易辍学、在人际交往能力及综合社会

适应能力方面也表现欠佳，等等。对中国留守儿童的多数研究都显示，留守对于学习成绩或教育成就有不良影响。例如，Liang 

et al.(2008）调查了四川省的 3939 名小学生，发现留守经历对于学生的学校学习有着负面影响。李强等（2020）利用中国健

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所做的分析发现，父母外出尤其是母亲外出对于儿童辍学率有消极影响。Zhang et al.(2014）在湖南隆回县

调查了 4528 名 3-5年级学生，发现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的数学成绩降低了 5.4个百分位、语文成绩降低 5.1 个百分位。赵玉菡

等（2017）基于梅州市 1327个样本的比较分析也发现留守儿童的学习表现不如非留守儿童。Jia et al.(2010）、Wen & Lin(2012）、

Lu(2012）、Zhou et al.(2014）等在山东、安徽、江西等省的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结论。海外的研究同样表明，童年期与父母的

分离会导致教育等方面的问题。Lu(2014）利用墨西哥家庭生活调查（MxFLS）和印度尼西亚家庭生活调查（IFLS）数据所做的

分析显示，国际迁移父母的留守子女的教育成就低于那些与父母双方一起居住的儿童。父母在国内的迁移也有类似影响，同样

利用墨西哥家庭生活调查（MxFLS）数据库，Lara(2015）分析发现父母的迁移对于男孩的就学具有负面影响。Lyle(2006）、Bakker 

et al.(2009）、Popa(2012）、Portner(2016）等在美国、加勒比地区、罗马尼亚、菲律宾所做的调查也都证实了父母在生活中

的缺失对儿童学业成就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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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外来工收入影响因素汇总 

类别 具体变量 

个人属性 
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户籍/原居住地、户口类型、 

是否跨省/跨地区流动、是否持有有效暂住证 

人力资本 
文化程度、所掌握技能、在职培训、进城就业年数/ 

就业时间/工作经历/工作经验/工种阅历/在本岗时间 

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社会资本 

工作特征 
行业、单位性质/雇主类型、企业规模、职位/工种、 

就业身份/就业方式、是否签订合同及合同期限 

社会环境 所在地区/城市、地区经济增长、最低工资 

 

作者制表。文献来源：赵延东、王奋宇，2002；张车伟，2006；刘林平、张春泥，2007；宗成峰、李茜，2008；王春超、

周先波，2013，等等。 

既然学校成绩和学业成就直接影响了个人可以达到的文化程度及能力水平，并进而影响其职场能力，而在一个相对开放和

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上，以就业收入来衡量的职场成就一般与个人的职场能力正相关，这就意味着这种影响会直接体现在个人现

在的工资水平上。前述关于外来工收入决定因素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据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 1：有留守经历者的务工工资相对偏低。 

当前的工资水平反映的是个人现在的实际收入水平，但考虑到各种现实条件的制约，有着高劳动力市场价值的个人不一定

能够获得薪资相当的工作职位，而一些人也可能由于社会网络资源或机遇而获得高于个人职场价值的工资。例如，前人对于外

来工相关群体的研究已指出，人际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对收入有着显著正向影响（赵延东、王奋宇，2002），无论是“跨越型”

的还是“整合型”的社会资本都是如此（王春超、周先波，2013),2且其中的异质性社会网络或新型社会资本更为突出（陈成文、

王修晓，2004）。因此，仅以现实的工资水平作为标准来衡量个人的职场成就有可能出现偏误。不过，人们基于自身职场价值的

评估而提出的理想工资水平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即便两者不会有显著区别，也可以用做假设 1的参证。 

国内外关于流动人口、大学生、移民等群体的研究表明，与实际收入的影响因素相似，人们的理想薪资也受到了文化程度、

个人能力及所掌握的技能的强烈影响，无论是对外来工（石智雷，2012）、在校大学生（Brunello et al.,2004）、硕士研究生

（王慧，2005）还是高校毕业生（张珂、赵忠，2011）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外来工的理想收入水平也将取决于其自

知或自我评估的学校成绩和学业成就。与假设 1 相关，既然留守经历可能直接影响个人的学业表现并进而影响其职场能力，他

们自知或自评的职业市场上的议价能力也可能相对较低，因此，我们预期有过留守经历者的理想月薪水平也相应较低。由此推

导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 2：有留守经历者的理想工资相对偏低。 

上述关于理想工资的假设，仅基于留守经历影响学业成就并进而影响职场能力的角度提出，考察的是人们基于自己的条件

提出的与之相匹配的薪资预期。但理想工资终究只是“理想”中的工资，人们只是将其视为最佳或较佳的一种结果，现实中达

不到这样的理想薪资水平，并不会导致其退出劳动力市场或另行谋职。与理想薪资相对，保留工资是人们的心理底线，会直接

影响其是否接受某项工作的行动选择。保留工资的概念出自劳动经济学的“职业搜寻”理论，假定职业寻访者会预定一个是否

接受某份工作的工资标准线，此即“保留工资”（赵延东，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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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的研究表明，保留工资与求职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状况、社会关系网络、失业时长、失业

前的工作特征、当地失业率、失业保险金水平等密切相关。汇总前人的研究结论，可以将这些影响因素归纳为个人属性、社会

资本、人生经历等八大类别，详见表 2。 

表 2保留工资影响因素汇总 

类别 具体变量 

个人属性 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户籍/生源地、党员身份、出生年代、移民代际 

人力资本 文化程度、能力/技能/学业成绩、技能培训 

社会资本 
家庭总收入、父母特征、亲属中科级以上干部人数、 

弱关系的比重、组织社会资本、社会网络资源 

人生经历 少年期社会越轨行为（酗酒等）、少年期是否参加礼拜、是否在双亲家庭长? 

此前工作 
现在职业、当前兼职收入情况、此前工资、当前收入水平、 

就业身份（雇主/雇员/自雇/家庭帮工）、行业、单位 性质/雇主类型 

机会成本 
工作搜寻成本、家庭成员数量、失业时间、失业保险收益、 

免费求职服务/免费职业培训、最低生活保障水 平、养老保障 

社会环境 区域失业率及工资水平、市场环境 

将来意愿 将来打算、留城意愿、就业意愿 

 

作者制表。文献来源：Kiefer & Neumann,1979;Maani & Studenmund,1986;Mohanty,2005；赵延东，2003；董志强、蒲勇

健，2005；张新岭，2010；石智雷，2012，等等。 

不过，笔者认为，保留工资应该会主要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个人对于自身职场价值和职场资源的评估，其影响因

素与上文分析过的务工工资、理想月薪基本一致；二是对自己面临的生存迫力的认知；三是个人的心理弹性，这里主要指心理

退让度或挫折耐受度，亦即个人心理上可以承受的理想月薪与实际月薪之间的落差到底有多大，如果能承受较大的这种落差，

则说明其心理退让度较高，反之则心理退让度较低，前者的保留工资也就相应地低于后者。人们的这种心理弹性受到多方面因

素的影响，事实上，前人关于保留工资的研究已经提及的“是否在双亲家庭长大”等人生经历的影响（Mohanty,2005)3，其背后

的逻辑就是童年期经历会影响人们的这种心理弹性，并进而影响其保留工资的设定，亦即保留工资也会受到个人心理特点的影

响。 

诸多研究已经表明，留守经历是一种会产生多重影响的重要人生经历。相关研究已经指出了留守经历对个人心理特点的显

著影响，一般的看法是，由于留守儿童处于亲子隔离或半隔离状态，他们缺乏亲子之间的日常性互动和温暖相依，安全感较低

（吴霓等，2004），心理上呈现一些退缩、消极、内敛的特征（林宏，2003），对于大学生等群体的研究表明，这方面的影响还

会在他们成年后继续存在，表现为心理安全感较低（徐礼平等，2012）、缺陷感强（杨玲等，2016）、羞怯体验较高（谢其利、

宛蓉，2016）、自我评价低、人际交往退缩（张莉华，2006）等等。 

前文已经提及，留守经历可能通过影响个人的学业成就及能力发展而波及个人的就业市场价格。务工工资反映的是已经实

现的个人职场价值，理想月薪则体现了个人基于自身职场价值的评估而提出的收入预期，两者虽然会有错位，但都可以作为个

人能力发展程度的一个测度指标。然而，在同等条件下，人们的保留工资则可能因各自的心理特点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既然前

人的研究已经表明了留守儿童有着内敛、退缩的心理人格特征，对于大学生等群体的研究也表明了有留守经历者在成年后会有

更大的心理退让度，笔者预期他们也相应地愿意承受更低的保留工资。由此提出第三个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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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3：有留守经历者的保留工资相对偏低。 

（二）数据来源 

为验证以上假设，本文将基于中山大学“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所得的调查数据做出相应的统计分析。2010

年 7月，在刘林平教授的主持下，该项目对长三角和珠三角 19个城市的“大专及以下学历、跨区县流动、被企业或单位正式雇

佣的外来务工人员”做了调查。问卷调查以 2005 年 1%抽样调查数据中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流动人口数量为依据进行样本分配，控

制性别、行业和区县分布，共收集有效样本 4152 份，分布在 3264 家不同规模、性质和行业的企业中，其中除了少量符合条件

的城镇户口者，绝大多数为农民工，占 83.5%（刘林平等，2011）。 

（三）变量设置 

留守经历是关键自变量。本文所说的留守经历是指曾为留守儿童的人生经历。根据笔者以往的研究发现，本文将留守儿童

定义为“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年龄低于高中学龄段的未成年人”4。考虑到中国的留守儿童自上个世纪 80年代以来才集中

出现与逐年增长，这次调查仅对 1980 年及以后出生的 2385 个样本问询了在各个成长阶段“主要与谁生活在一起”的问题。本

文据此构拟留守经历变量。首先，将“小学之前、小学、初中任一阶段，主要与父母之外的亲友（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

妹、其他亲友）生活在一起或独自生活”的个案定义为有留守经历者，回答“住校”者，因无从判断其父母是否与其生活在一

起，均按缺失值处理，其余视为无留守经历，由此产生“曾经留守”这一变量，用来对童年期是否有留守经历的影响进行测量。

其次，考虑到不同年龄段开始留守及是否留守可能在影响强度与影响方向有所差异，故进一步对分别在小学之前、小学、初中

开始留守及各阶段是否留守做单独赋值，由此生成“学前开始（留守）”、“小学开始（留守）”、“初中开始（留守）”及

“学前留守”、“小学留守”、“初中留守”这两组六个变量，以分别考察童年期不同阶段开始留守及是否留守的经历对成年

后的影响。第三，考虑到不少人具有多阶段的留守经历，使得各阶段留守经历之间有交叉，因此粗略计算曾经留守过的时间长

度，生成“留守时长”变量 5，以考察多阶段留守的影响。由于部分有留守经历者还有过流动经历，为排除流动经历带来的混合

影响，在对上述留守变量进行赋值时都排除了童年期有过外出流动经历的个案。 

问卷对受访者在调查当年的月平均工资做了询问，本文将其设为受访者当时的“务工工资”。另一个问题问询的是“根据

现在自身的条件，您理想的月薪是多少元”，本文将其设为“理想月薪”。问卷紧接着问询了“根据现在自身的条件，您能接

受的最低月薪是多少元”，本文将其视为受访者的“保留工资”6。前文对于务工工资、理想月薪、保留工资的影响因素的梳理

已经表明，个人属性、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工作特征、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变量都可能具有显著影响。根据问卷所能提供的变

量，本文选取了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当前工作工龄、婚姻状况、城乡来源、区域、是否跨省流动、工种等变量，用做相应

的回归分析的控制变量。 

三、统计分析 

下文将分别建立回归分析模型，在控制重要的影响变量之后，分析留守经历与务工工资、理想月薪、保留工资之间的净关

系，据此对假设进行检验和讨论。 

（一）留守经历与务工工资 

考虑到月平均工资的绝对值变化幅度较大，数据中出现的个别极值也容易对统计分析形成干扰，本文采用通行做法，对务

工工资取自然对数纳入统计。为排除留守经历以外的因素的干扰，故建构回归模型。模型中将个人变量、生活环境等重要变量

作为控制变量，解释变量为留守变量，自变量则为务工工资自然对数。考虑到各时间段的留守变量间具有相关性，故分别建立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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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型自变量选择及其描述统计。 

上文对于文献的梳理已经表明，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工种、行业、企业性质等是影响个人工资水平的普遍性因素。此

外，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与劳动能力直接相关，户口性质、当前工作的工龄与个人阅历和社会网络紧密联系，这些都可以影响

到个人在职场上的工资议价能力。而地理区域因素也不可忽视，本次调查分别在长三角与珠三角的企业中进行，这两个区域的

企业发展历史与企业特性有别，本文便将此二分变量也纳入模型，另外，是否跨省流动也是可能影响个人收入水平的潜在变量，

也一并纳入模型。八个模型的解释变量则分别为“曾经留守、留守时长、学前开始留守、小学开始留守、初中开始留守、学前

留守、小学留守、初中留守”。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3。 

2.回归模型分析。 

由于务工工资自然对数为连续变量，故采用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以进一步探讨留守经历等变量的影响方向及影响程度。 

在所有八个模型里，影响显著的变量基本一致，只是影响程度稍有差异。从作为解释变量的留守变量来看，是否有过留守

经历对于务工工资并没有显著的影响。无论从是否有过留守经历、是否有过某个阶段的留守经历、何时开始留守及总的留守时

长来看，都是如此。这说明，留守经历与现在的职场收入水平并没有显著关联，本文提出的假设 1“有留守经历者的务工工资相

对偏低”并没有得到支持。 

表 3模型自变量描述统计 7 

变量 值 变量 值 

年龄（中位数/均值） 23.0/23.5 行业  

性别（男） 49.4 制造业 71.0 

婚姻状况（已婚） 31.6 服务业 29.0 

教育年限（中位数/均值） 12.0/11.0 企业性质  

自评健康（正常） 95.3 国有或集体 8.0 

户口性质（农业） 83.4 私有 71.8 

来源地（跨省） 72.2 外资 8.6 

区域  港资 6.2 

珠三角 54.9 台资 5.4 

长三角 45.1 学前开始留守 14.8 

工种  小学开始留守 5.6 

普工 42.3 初中开始留守 5.9 

技工 23.2 学前留守 14.8 

中低层管理人员 24.3 小学留守 16.1 

其他 10.2 初中留守 16.6 

当前工作工龄（中位数/均值） 1.0/1.8 曾经留守 22.7 

当前月工资（中位数/均值） 1800/1977 留守时长（年数）  

理想工资（中位数/均值） 2500/3200 全部样本 0.0/2.2 

保留工资（中位数/均值） 1600/1842 有留守经历者 9.0/9.5 

 

（二）留守经历与理想月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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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所述，现实中的工资收入水平不一定准确反映了个人的劳动力市场价值，因此，需对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水平而

提出的理想月薪做出分析以为参证。同样的，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依然取理想月薪的自然对数作为自变量。采用同样的模型

做回归分析，模型结果见表 4。 

表 4 的八个模型中，影响显著的变量也基本一致。从作为解释变量的留守变量来看，无论从哪个维度进行测量，其对于理

想月薪也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有留守经历者对于自身的劳动力市场价格的自我评判是无差异的。因此，本文提出的假设 2“有

留守经历者的理想月薪相对偏低”也被推翻。 

（三）留守经历与保留工资 

务工工资、理想月薪都是个人职场价值的测量指标，属于同一个维度的问题。保留工资则从另一个维度考察了个人对于自

身职场价值和现实价值体现之间的落差的忍耐度。由于都是连续变量，依然采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加以考察，只是增加了“务工

工资”这一变量，以控制当前收入水平的潜在影响 8。模型结果见表 5。 

表 5 的八个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曾否留守、留守时长、小学开始留守、小学期间留守经历、初中时期留守经历都对保留工

资有着显著影响，而学前开始留守、学前时期留守经历、初中开始留守这三个留守变量的影响不显著。比较而言，小学期间留

守经历的影响最大，影响显著性也最高。 

考虑到上述模型中的诸多变量显著影响着“务工工资”，因而有着一定的共线性，为消除这种影响，故化繁就简，将其余

控制变量都从模型中去除，仅保留“务工工资”及留守变量做线性回归，结果见表 6。 

从调整后 R方来看，各个回归模型所能解释的方差在样本总方差中所占的百分比基本上超过了 40%，且表 6中的简要模型与

表 5 中相应的完全模型对于变差的解释力相差不大。而在表 6 的简要模型中，留守变量的显著性更高，除初中时期开始留守经

历的影响不显著外，其余都对于保留工资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综合来看，可见童年期的留守经历尤其是比较长期的留守经历

会显著降低个人对于保留工资的预期。这一结果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 3“有留守经历者愿意接受更低的最低工资水平”，并进

一步表明，不同阶段及不同时长的留守可能对于个人在职场上的心理退让度有着程度不一的影响。 

表 4理想月薪自然对数的线性回归 9 

变量 曾经留守 留守时长 学前开始 小学开始 初中开始 学前留守 小学留守 初中留守 

留守经历（留守=1） 

/留守年数 

-.018 

(.023) 

-.001 

(.002) 

-.004 

(.029) 

-.074 

(.046) 

.002 

(.046) 

-.004 

(.029) 

-.029 

(.027) 

-.021 

(.027) 

调整 R方 .225 .224 .229 .219 .214 .229 .224 .216 

样本数 1835 1835 1659 1496 1450 1659 1687 1697 

 

表 5保留工资的线性回归 10 

变量 曾经留守 留守时长 学前开始 小学开始 初中开始 学前留守 小学留守 初中留守 

务工工资 
.758*** 

(.026) 

.758*** 

(.026) 

.762*** 

(.027) 

.744*** 

(.025) 

.735*** 

(.025) 

.762*** 

(.027) 

.763*** 

(.027) 

.749*** 

(.027) 

留守经历（留守=1） 

/留守年数 

-.0342 

(.020) 

-.00422 

(.002) 

-.039 

(.025) 

-.0612 

(.035) 

.013 

(.034) 

-.039 

(.025) 

-.04822 

(.024) 

-.0402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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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R方 .449 .449 .447 .493 .492 .447 .447 .436 

样本数 1837 1837 1661 1499 1503 1661 1689 1670 

 

表 6保留工资的线性回归（简） 

变量 曾经留守 留守时长 学前开始 小学开始 初中开始 学前留守 小学留守 初中留守 

务工工资 
.819*** 

(.023) 

.818*** 

(.023) 

.825*** 

(.024) 

.810*** 

(.023) 

.803*** 

(.023) 

.825*** 

(.024) 

.823*** 

(.024) 

.810*** 

(.024) 

留守经历（留守=1）/

留守年数 

-.050*** 

(.020) 

-.006*** 

(.002) 

-.061** 

(.025) 

-.080** 

(.036) 

.006 

(.035) 

-.061** 

(.025) 

-.073*** 

(.024) 

-.05*** 

(.024) 

调整 R方 .412 .413 .407 .453 .450 .407 .409 .396 

样本数 1882 1882 1706 1541 1545 1706 1734 1744 

 

四、总结与讨论 

（一）从薪资变量看留守经历的长期影响 

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假设 1 和假设 2 并没有如预期地那样得到支持，说明无论是否曾经留守过，其当今的以月均工资衡

量的务工收入或职业成就并无显著差异，他们对于自己的能力和潜力的判断也无差别，因而有着同样的理想月薪期待。这表明，

留守经历对于个人的职场能力发展可能并无实质性的影响，亦即仅仅将人视为一个劳动者来看，是否曾经留守、在哪个人生阶

段留守，对于劳动力市场中的价值并没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尽管前人的诸多研究已经指出了留守儿童的学校表现、学习成绩、

行为习惯等受到了留守的消极影响，但从长远来看，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他们作为一名劳动者在职场上的竞争力。当然，本文所

涉个案属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早期留守儿童，这一结论能否拓展到此后的第二代第三代留守儿童身上，仍需后续的实证检验，

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相应的社会政策、社会环境与条件都有着较大的不同。 

另一方面，假设 3 则获得支持，即有过留守经历者的最低月薪标准显著低于无留守经历者。这一结果的可能解释有三种：

一是有留守经历者的职场价值相对更低，其保留工资也相应更低，不过，这一解释已随着假设 1 和假设 2 的被推翻而被证伪；

二是留守经历使其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性，更能忍受困难、低待遇，更能在艰苦的环境下生存；三是留守经历使其对于自己应

有的权利更不敢伸张，对于社会和他人的期待更低，同样的付出可能会要求更低的回报，这可能与内敛、退让、自我压抑的退

缩性人格特征有关。从前人的相关研究来看，后两种解释或许更具有说服力。 

（二）留守经历与保留工资关系的解析 

由于问卷的限制，笔者未能找到合适的参证变量来验证有留守经历者的保留工资更低的第二种解释，不过，问卷提供的

GHQ-12 精神健康量表数据为我们验证第三种解释提供了便利。本文的分析逻辑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健康得分较低，则更有可

能具有上述的内敛、退让、自我压抑的退缩性人格，从而会设定更低的保留工资。为了突出反映负面的心理状态，本文参照梁

宏（2014）的做法，只分析 GHQ-12精神健康量表中“因担忧而失眠、总是感到有压力、觉得不能克服困难、觉得心情不愉快和

情绪低落、对自己失去信心、想到自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这六项负向的精神健康状况。统计显示，这六项指标的克朗巴哈

α 信度系数较高，为 0.745。在模型分析中，参照 WHO 的赋值方法，将上述六项出现的频率即“完全没有、与平时一样多、比

平时多一些、比平时多很多”分别赋值为0、0、1、1，然后加总为负向精神健康指数。该指数值越高，表示精神健康状况越差。

采用与“保留工资自然对数线性回归”同样的自变量组合，对负向精神健康指数做线性回归，统计结果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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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八个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从各个维度表明了留守经历会使得外来工的负向精神健康指数得分显著更高。从负向精神

健康指数的六项指标来看，既涉及了“担忧、压力、情绪低落”等内心感知层面的内容，也涉及了“觉得不能克服困难、对自

己失去信心、想到自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等对于自身特质和价值评价层面的内容，两者都可能影响到外来工对于自己的保

留工资的设定。一方面，由于他们对自身特质和外在价值的评价相对偏低，因此会相应降低可接受最低工资；另一方面，由于

他们对于未来有更多的担忧和压力，也会更容易接受相对更低的工作薪酬。 

然而，个人的心理倾向往往难以把握，上述精神健康量表虽然能帮助我们开展直接的测量，得出外来工的负向精神健康指

数更高的结论，但这一结果会否与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退缩行为直接相关，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对此，一般的做法是选择某

一参证变量或其它相关变量加以测量。为此，本文从调查问卷中选择了“虽然就职工劳动权益问题对企业有过意见但却没有反

映的原因”加以考察。问卷给出的虽有意见但没有反映的原因包括“怕被炒掉、反正说了也没用、怕被刁难、大家都不说、其

它”这五个选项，可以多选。首先，针对是否就职工劳动权益对企业有过意见的问题，采用与“保留工资自然对数线性回归”

同样的自变量组合，做二元 logisitic回归，结果表明，是否有留守经历无显著影响（见表 8第 2行）。其次，针对有意见但不

反映的四种原因（排除“其它”这一选项）做二元 logisitic回归，结果表明，留守变量对其有显著影响（见表 8第 3-6行）。 

表 7精神健康指数的线性回归
11
 

变量 曾经留守 留守时长 学前开始 小学开始 初中开始 学前留守 小学留守 初中留守 

自评健康（正常=1） 
-.796*** 

(.130) 

-.805*** 

(.130) 

-.770*** 

(.138) 

-.756*** 

(.140) 

-.666*** 

(.142) 

-.770*** 

(.138) 

-.834*** 

(.134) 

-.737*** 

(.134) 

区域（长三角=1） 
-.140** 

(.055) 

-.138** 

(.055) 

-.174*** 

(.056) 

-.153*** 

(.059) 

-.112* 

(.059) 

-.174*** 

(.056) 

-.168*** 

(.056) 

-.108* 

(.056) 

务工工资 
-.102 

(.083) 

-.105 

(.083) 

-.116 

(.084) 

-.146* 

(.088) 

-.164* 

(.087) 

-.116 

(.084) 

-.115 

(.085) 

-.127 

(.085) 

留守经历（留守=1） 
.210*** 

(.064) 

.012** 

(.006) 

.130* 

(.076) 

.398*** 

(.121) 

.263** 

(.119) 

.130* 

(.076) 

.189** 

(.074) 

.209*** 

(.073) 

 

表 8劳动权益意见及不反映原因的 logistic 回归 12 

 
曾经留守 

（留守=1） 

留守时长 

（年数） 

学前 

开始留守 

小学 开始

留守 

初中 开始

留守 

学前留守 

（留守=1） 

小学留守 

（留守=1） 

初中留守 

（留守=1） 

有劳动权益意见 
-.080 

(.141) 

-.005 

(.013) 

-.101 

(.177) 

-.115 

(.279) 

.075 

(.261) 

-.101 

(.177) 

-.055 

(.166) 

.015 

(.159) 

怕被炒掉而不反映 
1.390** 

(.554) 

.066 

(.048) 

.700 

(.783) 

2.467** 

(1.018) 

2.220** 

(.940) 

.700 

(.783) 

1.162* 

(.703) 

1.537*** 

(.592) 

认为说了没用而不反

映 

.269 

(.383) 

.013 

(.035) 

.096 

(.506) 

.750 

(.832) 

.277 

(.642) 

.096 

(.506) 

.343 

(.469) 

.066 

(.404) 

怕被刁难而不反映 
1.203*** 

(.419) 

.119*** 

(.036) 

1.754*** 

(.530) 

.330 

(.943) 

.592 

(.757) 

1.754*** 

( .530) 

1.325*** 

(.483) 

1.300*** 

(.449) 

因大家都不说而不反

映 

.223 

(.353) 

.035 

(.032) 

.708 

(.459) 

-1.011 

(.853) 

.079 

(.599) 

.708 

(.459) 

.235 

(.415) 

.202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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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数据来看，有过留守经历者“怕被刁难”而不反映关于劳动权益方面的意见的比率显著高于无留守经历者，且不同

阶段的留守经历都有此影响，留守时间越长影响越大。此外，有留守经历者“怕被炒掉”而不反映意见的也显著更多，因“反

正说了也没用”、“大家都不说”而不反映意见的则基本没有区别。由此可见，留守经历可能使得他们更害怕被刁难甚至被解

雇，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他们因留守经历而产生的退缩、忍让、担忧的心理。事实上，外来工的这种心理，前人的相关研究已

经有所涉及。诸多调查都显示了农民工的自卑心理，具体表现为缺乏自信、畏首畏尾（李晓东、汪元宏，2013），对自己的能力

产生怀疑，有畏难、自责等不正常情绪（康来云，2004），并因此而呈现为行为上的退缩（李怀玉，2010），包括回避与城市人

的交往（康洁、熊和平，2005），等等 13。从表 8 的分析结果来看，外来工的这种群体心理很可能与其中的有留守经历者部分相

关。 

（三）影响保留工资的心理因素 

本文的分析结果，一方面对部分外来工退缩的社会心理做了注脚，因为他们的保留工资确实会因为有留守经历而偏低；另

一方面，从留守经历并不会影响其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条件而厘定的理想月薪来看，他们对于自身能力和价值的估计并没有显著

低于无留守经历者，只是由于担心别人对自己的低估或者生存方面的习惯性迫力而主动降低了自己的保留工资 14。由此，我们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留守经历作为一种童年期的特殊经历，使得他们面临更多的依靠自己获得生存和安全感的迫力，在同

等条件下，就会主动降低自己的底薪要求以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相对更多的入职机会。简言之，留守经历可能会使得他们在心

理上呈现退缩、担心被低估、刁难和排斥、安全感欠缺等心理，因此一方面会因为低估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实力和价值而降低

保留工资，另一方面也会因急于获得工作机会或担心失去工作机会而主动降低保留工资。为验证这一推测，我们直接做负向精

神健康指数与保留工资自然对数的相关分析，其结果（Pearson 相关系数-0.044,P 值 0.049）证明了这一推测的可靠性。 

Gerber(2006）总结了决定工资的三大理论视角“新古典主义、制度理论和结构分析”，分别强调了人力资本、企业制度、

社会资本和社会环境因素的重要性。而上文的分析结果启示我们，在这些影响因素之外，个体自身的心理特点和心理倾向也能

够显著影响人们的工资期待，其中就包括保留工资（或可接受最低收入）。在其它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心理倾向于不自信、不安

全者，在与雇佣方的谈判或互动中，可能会采取更为保守和退让的行动策略，并由此影响其设定的保留工资。笔者由此提出，

马克思工资决定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制度理论、结构分析均忽视了个体心理特点这一内在的重要因素。这一因素，应该构成

了此前的模型分析中的扰动项的重要来源。因此，关于保留工资的理论，需要增加心理方面的要素。这方面的影响因素，既可

以通过直接的 GHQ-12 精神健康量表测定等心理学方法加以考察，也可以通过增加留守经历等人生经历变量加以分析。 

（四）对于留守儿童工作的启示 

联系到留守儿童的现实境遇，上文关于留守经历的长期影响的结论或可以从两个层面做出解释。其一是，由于家长、监护

人及学校等对于留守儿童的课业学习、能力培养及行为矫正的重视，他们的职场能力发展与其他儿童差别不大，使得留守经历

对于个人职场价值的影响不显著。其二是，或者是因为家长、监护人及学校忽视了儿童的心理与人格发育工作，或者是因为儿

童的心理与人格发育离不开亲子间的日常亲密接触且难以通过其它方式加以弥补，因而童年期留守经历显著影响了儿童们成年

后的性格特征，他们可能更愿意忍受低待遇，也可能更为内敛、退让、收缩和自我压抑。这启示我们在今后的留守儿童关爱保

护工作中，需要在关爱学业之余，投入更多精力来关心留守儿童的心理发育和人格成长。此外，从小学留守经历的影响最大的

结果来看，处于小学阶段的留守儿童尤需这方面的关注和指导。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内敛、退让、收缩和自我压抑的心理倾向也可以从积极的角度引导为张帆（2013）等所说的

独立坚强品格或抗逆力。其实，两者应该是一体两面，因此，在既定的留守背景下，对留守儿童进行何种导向的心理引导和培

育也就十分关键。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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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务工工资、理想月薪及保留工资三个方面分析了留守经历的长期影响，结果显示，有留守经历者的务工工资、理想

月薪都与参照群体无异，但却有着更低的保留工资。务工工资反映了已经实现的职场价值，理想月薪则体现了潜在的职场价值，

两者都是个人职场能力的测量指标。保留工资则从另一个维度考察了个人对于自身职场能力和现实价值体现之间的落差的忍耐

度，它不仅与个人的职场能力评判和认知相关，也是个人心理退让度的间接反映。我们可以据此推断，留守经历对于个人的职

场能力发展及职场价值的自我评估无实质性影响，可见诸多学者发现的留守经历对学业成就等的消极影响并未传导为职场能力

方面的负效应；但留守经历却可能导致更为内敛、退让的职场心理，降低其心理阈限，其中又以有过小学留守经历者更为突出。

这表明，与对大学生等群体的研究结论一致，童年期的留守经历也会显著影响成年后的外来工的心理和人格特征，表明留守经

历对于人们的心理退缩、价值自信、安全感等方面的影响会一直延续到成年以后，并显著影响其职场心理特征。这些分析结果

启示我们，在今后的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中，需对留守儿童尤其是处于小学阶段的留守儿童的社会心理发展有更多介入。由

于留守儿童数量庞大并将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关键力量，对这一群体心理发展的关注事关未来劳动力群体的整体状况，意义重

大。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分析所用的数据来源于对那些“正式在企业或单位就业的跨县（区）域流动的大专学历及以下的打工

者”的调查，并没有涵盖所有曾经有过童年期留守经历的人群，因而也可能存在一定的统计偏差。但考虑到从 1980 年代初开始

出现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算起，至今已经成年的留守儿童主要来自农村地区，年龄分布在 18-30 岁之间（截止调查时点的 2010

年），他们中虽然有不少人考入全日制普通高校或中专就读并在毕业后成为城市居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是在各种企业或单

位工作的务工人员，他们构成了曾经留守群体的大多数。因此，本文的分析结果依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外，本文的分析也

没有控制社会资本方面的变量，或许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误差。不过，前人的研究已显示，在 2005 年以后，影响进城农民工的初

始保留工资水平的主要因素从社会资本状况变成了人力资本状况，社会资本因素的作用己变得不再显著（张新岭，2010）。因此，

在本文的模型中，虽然缺乏社会资本的变量，但应该不会对模型的有效性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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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不同的研究使用了“农民工”“外来工”“流动人口”等称谓，考虑到三者有很大程度的重叠，在 2010 年以前更是如此，

因此后文将综合使用相关文献而不加以区分。 

2作者将那些由农村传统的亲缘、地缘、人缘等“关系”带来的闭合性社会资本归纳为“整合型”社会资本，“跨越型”社

会资本则由处于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跨越”社会网络，并将原有社会网络进行“延展”而形成。 

3 Mohanty 从 1980 年的美国青年纵贯调查（NLSY）数据中抽取了 9518 名年龄介于 15岁至 23岁之间的工人做了定量分析，

结果表明，控制其它因素之后，那些在双亲家庭中养育长大的年轻工人有着更高的保留工资。 

4之所以如此定义的三点考虑，请参看刘志军（2019）。 

5学前留守和小学留守都计为 6年，初中留守计为 3年。 

6有研究认为，让求职者报告期望工资来代替其保留工资是可行的（董志强、蒲勇健，2005），例如，Boheim(2002）比较了

英国男性劳动力报告的期望工资与其接受的实际工资，发现报告的期望工资的确是实际工资的一个指标；Prasad(2001）则发现

人们报告的期望工资与实际接受的工资报价之间的差异趋向于 0;Lancaster & Chesher(1983）发现在保留工资之下接受工作的

求职者只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部分。受此影响，张建武、崔惠斌（2007）对广州市 10所大学的在校大四学生的研究中，就是

用初次就业的期望工资水平来表征保留工资。然而，从后文分析得出的有无留守经历者的期望工资无显著差异、保留工资却有

显著差异的结果来看，让求职者报告期望工资来代替其保留工资是值得商榷的。 

7表中的“年龄、教育年限、当前工作工龄、留守时长”为均值，其余均为百分比。 

8为节省篇幅，表格中仅保留留守变量的相关数据。完整数据可联系作者索取。 

9作者也做了不控制“务工工资”及以控制“理想月薪”代替控制“务工工资”的模型分析，结果基本一致，不再列出。 

10 同样仅保留留守变量及务工工资变量的相关数据以节省篇幅。完整数据可联系作者索取。 

11 为节约篇幅，仅列出至少在某一个模型中有显著影响的变量。完整数据可联系作者索取。 

12 为节约篇幅，此表仅列出 8个模型中留守变量的相关数据。完整数据可联系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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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相关的研究提及了外来工的自卑封闭、被排斥感、退缩等特点。例如，康来云（2004）认为因先天身份差别而导致的不

平等很容易使农民工产生自卑心理，康洁、熊和平（2005）对 1730 名浙江省农民工的调查、李怀玉（2010）对河南省农民工的

调查也发现了这种自卑封闭的心理倾向。这种心理又以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得比较突出，据李晓东、汪元宏（2013）对安徽省滁

州市 442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有 56%的新生代农民工存在自卑心理，主要表现在人际交往中缺乏自信、心神不安、畏首畏尾。

他们的被排斥感也很强烈，朱考金（2003）在南京市的调查显示他们有强烈的被排斥感。由于自卑、感觉到被排斥，他们在社

交方面的退缩倾向比较明显，面对制度设置的诸多困境，存在畏难、消沉、自责等不正常情绪（康来云，2004），自觉不自觉地

回避与城市人的交往（康洁、熊和平，2005），很多人表示自己不会主动与城里人交朋友，而在当地有好朋友的农民工，多数人

认为“那是因为城里人看得起自己”，行为上具有明显的退缩特点（李怀玉，2010）。 

14 事实上，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已经指出了他们的低自我价值（Bakker et al.,2009）、胆怯、焦虑和退缩（Musalo et 

al.,2015）等的心理倾向。 


